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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报系和《农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本文研究了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形象的再现。

研究发现，作为一家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报系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一种误现；作为一家专业性报纸，《农民日

报》的再现则是一种低度再现。再现中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民的基本特征方面，报纸倾向于中年年龄段、

男性、农村干部群体，二是报纸再现的农民生活现状与真实情况有区别。因此，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是不真实

的，不充分的，并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再现中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对

于如何改进报纸媒体对农民的再现，本文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再 现  文化研究 农民形象 报 纸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Construction: A Representational Study of the Peasants on Main Chinese 

Newspapers 

Abstract 

After analysis of some news and reports of People＇s Daily and Peasant＇s Daily, the author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of the peasants＇ representa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People＇s Daily always gives the 

readers a kind of misrepresentation of peasants as a comprehensive newspaper, while as a special media 

for peasants, Peasant＇s Daily always gives the people a kind of underrepresented images of peasants. The 

difference can be found in two ways: one is the fundamental features of the peasants, the media tend to 

choose middle age, male, rural cadre, the other is the gap between reality peasant life and the life 

reflected by the media, hence the peasants＇representations by the main national newspapers are not real 

and sufficient, those images are also getting stereotyped. All the images embody an unequal political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gender power relationship. As for how to improve this 

condition, the author gives some pieces of advice. 

Key words: representation culture studies peasant image newspaper 

引 言  

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

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大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1]据《人民日报》报道，当代中国农

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世界总人口的15%，世界农业人口的35%，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农民的

规模与数量都无法与当代中国相比。[2]中国农民的这种数量特征，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中国根本性

的问题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庞大的农

民队伍不能不是这一奋斗目标的重要发展动力。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将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举足轻重，他们的精神

状态、思想情绪和社会行为也举足轻重。可以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今年举行的“两会”上，关于三农

问题的提案最多，显示了社会各界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  

农民一词在英语中有两种译法，即farmer或Peasant。从词义上说，farmer强调的是职业涵义，它完全是一个职业概念。

而Peasant 意为“异教徒、 未开化者、堕落”等，更强调身份的涵义。 这两种不同的译法反映了农民这个概念的双重

意义：一是身份的；二是职业的。有学者收集了社会上农民概念的13种定义，如农民是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民是指属

于农村户口的人；农民是指从事农林牧副渔生产的劳动者；农民是指与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结合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劳动者等等，如此繁多的农民定义，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定义的， 一是从职业角度，二是从户籍角度（也就

是身份角度）。[3]在中国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农民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

谈到“农民”时，联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生存状态。[4]据此，本文将以身份意

义上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现状  

农民问题涉及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并且一直与农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农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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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陈崇山、弭秀玲在1989年做的“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

究”、1985年江苏省社科院做过的农村典型调查数据以及本世纪初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的研究课题《大众传播与农

村》等。《大众传播与农村》一书以2001年所开展的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

受众调查等四项调查资料为依据，分别对苏南农村受众与大众媒介、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

进行了分析和研究。[5]  

此外，农民形象的再现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积极参与了农民形象的建构与再现，作为一

种社会文本，媒体所再现的农民形象除了影响着大众对于农民特质意义的认知，也进一步影响着农民群体的自我定义，

并可能成为其行为举止的参考文本，规范其行为和意识。因此，研究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理

论意义。  

对农民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电影、电视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再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文革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塑造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泛政治符号化的倾向。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

响，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往往是根据一定的政治模式套出来的，通过农民形象的刻画来简单地图解某项具体政策。[6]

新时期以来，农民形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实化、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7]在电视剧的农民形象方面，解玺璋通过

对电视剧《坨子屯纪事》的分析指出，从80年代中晚期到90年代前期，电视剧中的卡里斯玛形象（指具有把一些人吸附

在自己周围而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或魅力的人）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景象。剧中陈海亮这个形象承载了丰富的艺术和

社会文化内涵，是传统农民英雄形象的创造性转换。与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不同，他并不先天具有卡里斯玛典型要

求的某些条件，比如他出身富农，其行为更多实用主义的色彩。陈海亮卡里斯玛素质的成熟，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

灌输和觉醒，更多地倒是现实苦难的磨练、道德神话的建构以及他带领周围人群走向世界共同富裕之路的事实。[8]  

另一种是新闻报道中的农民形象再现，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的人物是虚构的，而后者的人物是真实的、具体的。

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之少，杜中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报道的农村致富者形象的变迁，认为《人民日报》

建构的农村致富者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集体致富中的个体形象、专业户形象、农民企业家形象。集

体致富中的个体形象是一种过渡性形象，他要承担致富观念唤起的任务；专业户形象是类型化形象，他要鼓励农民去模

仿专业户的行为；农民企业家中出现典型，它要实现对农村致富的精神引导，使农民致富形象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9]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深入到媒体对农民整体形象的再现。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研究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提出以下问题：  

1、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什么样的？是否真实还是接近真实？  

2、再现中存在什么问题？是否有偏差？再现偏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3、再现中是否存在模式化倾向？体现了何种权力关系？  

我国当前的报纸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综合性报纸，面向整个社会，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次的

读者，刊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新闻，如《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等，另一种是专业性报纸，

集中地反映一个行业、一个系统或一个阶层、某一年龄层次的读者所需要的新闻，如《体育报》、《农民日报》等等。

（[10]据此，本文将从综合性报纸中选取2001-2002年《人民日报（华东版）》、从专业性报纸中选择2003年《农民日

报》作为研究对象。 《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十

大主要报刊之一。《农民日报》是中国唯一一张面向全国农村发行的中央级报纸，也是中央级十大报纸之一。这两份报

纸的对农报道非常丰富，本研究因为主要分析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所以选取样本主要是所有关于农民的人物报道，

非人物报道则不予考虑。根据这一原则，从样本中中选取所有农民人物报道，共涉及372名农民人物，其中《人民日报

（华东版）》有117名，《农民日报》有255名，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物在报纸中出现多次。  

三、理论与方法探讨  

研究方法拟将文化研究学派的再现理论和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  

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词意指”再次-呈现”，是“真实”世界里一些事物的一种映像、类似物或复制品。[11]它可

以是以一定方式被再现或改编成媒介代码的物、人、集团或事件。再现是一种对真实的制造和宣称，但与实在主义符应

真实的观点并不相同，再现主要是将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再现的动作需要将许多分散的元

素，聚集成一个可明了的形式，而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选择和建构，因此再现是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具有意识形态的

意义。  

再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研究学者德里达说，在当代“再现是一个最重要，最富于生产性的问题”。以德里达为代

表的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相对于“在场”来说，再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可能性。[12]在这个意义上，“文本

之外一无所有”，再现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德里达认为，我们很难区分正确的再现与错误的再现，区分真理与谬误、区分现实与虚构，事实上，再现总是伴随着不

可避免的虚构与错误。[13]每一个再现领域，如福柯所说，都是由“权力/知识”这致命的一对儿所构成的权力领域。

[14]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



权力，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只能听评他人来再现自己。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再现，

“工人阶级是粗陋的”、“妇女天生就是卑贱的”、“少数民族是愚昧无知的”等等。[15]再现总是与意识形态和权力

关系密切相关，再现可能包含了以下几种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性别权力关系、经济权力关系、文化权力关系等。  

西方学者对再现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以下几个领域：一、阶级再现研究；二、性别再现研究；三、种族再现研

究。台湾学者对性别再现的研究较多，倪炎元以建构论再现观对九○年代以后台湾报纸媒体对女性政治精英的若干报导

与评论个案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在政治参与的处境上，女性晋身政治领域，职务位阶愈高，其所招致的敌意、乃至被

媒体负面建构的程度都愈高；在形象再现上，女性政治精英的容貌、表情、化妆、衣饰、肢体行为等，不论其与实际政

治运作有无关连，经常都会成为媒体文本中显著的内容；在精英政治冲突上，相当多的案例也显示，“女人的战争”经

常被媒体习惯性的泛指所有女性精英的冲突，不论其所涉及的层次高低、议题性质为何。而媒体在建构“战争”作为象

征女性冲突符号的同时，有时也透过其它论述加以贬抑。因此，台湾报纸媒体所再现的女性精英，依旧难免于扭曲的刻

板印象。[16]  

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对再现理论的研究非常之少，运用再现理论分析媒体对某一特定社会族群的再现，尚是当前学

术界的一个空白。  

内容分析法是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只一，其特点是以信息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美国学者贝雷尔森说：“内容分析是一

种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17]它是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方法。内容分析

“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质分析过于主观，一方面也可以做较大范围之抽样，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传播内容量的分析外，

亦注重其质的分析，这种综合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两种方法的缺点，增加内容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18]  

农民形象的媒介再现与偏差  

形象指客体或现实的精神或视觉的表现。媒介是形象的“加工厂”，人们对某一群体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

形象再现。形象具有相当的虚假性，常与现实脱节，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一节里，

我们试图从农民的基本特征、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凸现的主要品质等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对报纸中的新闻作品进行内

容分析，研究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  

一、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  

1、性别与年龄分析：性别是人物的重要特征，在《人民日报》的样本中，男性农民有102名，占总人数的87.2%，而女性

农民只有15名，占总数的12.8%；而《农民日报》的样本中，男性农民有200名，占７8.4％，女性农民共55名，占２

1.6％。显然，男性农民成了报道的主体部分。  

年龄是人物的另一重要特征，年龄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物未提到年龄，同时，中青年，尤其是中年农民成了媒体再现

中的主要角色，如表一所示。  

表一 农民年龄结构分析 

注：年龄在30以下、30-39、40-49、50-59、60以上的比例是以提到年龄的实际人数为总数计算。其中，《人民日报》的

总数是74；《农民日报》的总数是138。  

2、身份与荣誉分析：  

身份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普通农民：是指在承包集体土地上，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劳动为主，全

部或大部分收入来自农村的劳动者，这部分人是农民群体的主体部分。2、农村干部：是指长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行政领

导管理工作的乡、村两级干部，他们有较强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组织纪律性。作为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的桥梁，农

村变革的带头人，他们是农村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一个群体。3、知识型农民：主要是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文化艺术、

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具备一定的技艺或特长，文化水平在农村来说较高，重视知识、重视科

学。4、农民工：是指长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做工的农民。5、乡镇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和集体企业管

理者，后者是在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农民，他们是农村中的优秀人才，在群众中威望较高。6、农村

个体工商户：是指以自有或合伙拥有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民。各种类型的人数与比例如表二所示：  

表二 农民身份结构分析 

年龄 报纸 未提到 30以下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人民日报 

N=117

人数 43
4

N=74

11

N=74

28

N=74

21

N=74

10

N=74

比例 36.8％ 5.4％  14.9％ 37.8% 28.4% 13.5%

农民日报 

N=255

人数 117
27

N=138

51

N=138

33

N=138

20

N=138

13

N=138

比例 45.9% 19.6% 37% 23.9% 14.5% 9.4%

总比例 41.4% 12.5% 26% 30.9% 21.5% 11.5%



显然，在《人民日报》的样本中，农村干部成为最主要的再现对象；而《农民日报》的主要再现对象则是普通农民。  

荣誉分析：指农民是否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如历年的“中国农村新闻人物”、“中国农村基层干部新闻人物”、

“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在《人民日报》的117名农民中，66人曾得到多种荣誉称

号，占总人数的56.4%;而《农民日报》的样本中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农民共72名,占总数的28.2%。因此，《人民日报》

突出表现获得多种荣誉称号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而《农民日报》更注重大多数普通农民。  

3、区域分析：区域主要是指人物生活的省份。中国的区域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由于起步时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

势，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在《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

中，80人来自中西部地区，37人来自东部地区，分别占到总人数的68.4%和31.6%。而《农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中,来自中

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人数分别是187名和68名,分别占73.3%和26.7%。媒介的人物选择以中西部即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

区人物为主。  

二、公共领域：农民的主要行为分析  

公共领域主要分析人物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尤其是人物主要的行为和活动，在公共领域，人们的角色是公民，按公

民的权利和义务行事。拟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致富行为，指通过多种渠道如调整农业结构等来增加自己或其他农民的

收入；2、扶贫帮困，指给生活较贫穷、有困难的农民家庭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3、基础设施的建设，指修

路、通自来水等活动；4、投资教育和办学；5、创业，指创办企业等经济实体，创业严格来说属于致富行为的一种，但

因为其显著性与普遍性，故特设一类；6、环境保护，主要包括绿化、治沙、抗旱等；7、精神文明建设；8、维权，指人

物采取上诉等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9、违法犯罪活动；10、对于不便分类的行为，归如其他一类。具体情况如表

三所示。  

表三 农民的主要行为分析 

注：部分人物报道中涉及多种行为，因此行为总比例之和大于100%。  

显然，致富、扶贫和基建成为《人民日报》农民再现中最主要的行为和活动，而且这三种行为之间有紧密的关联性。而

违法犯罪、维权、致富成为《农民日报》农民再现中的主要行为。  

三、私人领域：农民的生活分析  

私人领域主要分析农民的生活情况，包括农民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与态度，也包括媒体对于人物身体的再现。在私人领

域，人们的角色是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和朋友。在《人民日报》117名人物中，提到或涉及私人领域的有51人，占总人

数的43.6％，相反，66人的报道中没有任何涉及这一领域的内容，占到总人数的56.4％。在《农民日报》的样本中，涉

及到人物私人领域情况的共有19名，占7.5%。显而易见，对这一领域，媒体有意淡化。而在《人民日报》51人的报道

中，对于家庭领域的行为描述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物为了本职工作，置个人身体安危于不顾，积劳成疾，相当

一部分人甚至于为了工作付出宝贵的生命（去世人数达14名，占总人数的12％）。有趣的是，媒体对人物身体的再现总

是难以脱离其公共领域行为的阴影，公共领域总是在挤压私人领域的空间。请看一篇报道：  

老冉患有严重关节炎，有的地方骨节都变了形。……三沱移民新村抢修堡坎，他匆匆赶去，坡陡路滑，双腿一软，摔倒

身份 报纸
农村 

干部 

普通 

农民 

知识型 

农民 

乡镇企业 

管理人员 
农民工 

农村个

体 

工商户 

人民

日报

N=117

人数 77 23 11 7 2 1

比例 65.8% 19.7% 9.4% 6% 1.7% 0.9%

农民

日报

N=255

人数 39 126 13 24 34 16

比例 15.3% 49.4% 5.1% 9.4% 13.3% 6.3%

总比例 40.6% 34.6% 7.3% 7.7% 7.5% 3.6%

行为 报纸 致富 扶贫 基建 教育 创业 环保 
精神 

文明 
维权 

违法 

犯罪 
其他 无 

人民日报报

系N=117

人数 76 36 23 13 11 8 5 5 0 7 6

比例 65% 30.8% 19.7% 11.1% 9.4% 6.8% 4.3% 4.3% 0 6% 5.1%

农民日报

N=255

人数 55 18 7 18 27 7 11 35 78 25 9

比例 21.6% 7.1% 2.7% 7.1% 10.6% 2.7% 4.3% 13.7% 30.6% 9.8% 3.5%

总比例 43.3% 19% 11.2% 9.1% 10% 4.8% 4.3% 9% 15.3% 7.9% 4.3%



在乱石丛中，右手中指生生被利石戳翻过去。而他憋红脸，忍着痛，一咬牙，竟将手指又扳了回来！扯块布条紧紧缠住

伤处。他在三沱，一呆就是10天。  

(《人民日报》2001年3月27日第一版)  

另一方面集中描写人物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家庭乃至家庭成员的利益。从而极力颂扬人物的无私品质。这正符合当前

媒体人物报道中凸现“三个代表”的时代特色。请看一篇报道：  

8年春秋，惠家沟人也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当年是村里首富的郭秀明一家日子却败落了下去。他上任前准备翻新的房子一

直没动，墙体剥落，屋檐倾斜，成了全村最破的住宅。………更令人心酸的是，他经常出门办事，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

衣服都找不出来，后来是村里两个干部实在看不下，凑钱给他买了一件西服、一双皮鞋。  

人们说，郭支书是为惠家沟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倒糟”了。  

………  

1998年秋天，郭秀明的岳母在河南老家病重，妻子恳求他带全家回去一趟。………可村里刚刚开始的小流域治理工程紧

锣密鼓，他咋也抽不开身，直到岳母去世，一家人也没能回去。妻子哭了，满肚子委屈一古脑倒了出来：“你当支书这

些年，干革命干了个啥嘛？村上人日子都好过了，就咱作难了。”母亲也在一边悄悄地落了泪。  

（《人民日报》2001年3月2日第五版）  

四、凸现的主要品质。  

凸现的主要品质是指在再现农民的过程中，媒体集中诉求的品质，主要分为以下几种：１、为群众着想；２、公正廉

洁；３、奉献与帮助；４、好学；５、坚强；６、善良；7、负面品质，包括愚昧无知、迷信、贪小便宜、喜好赌博等

等；8、对于不便归类的品质，列入其他类；9、有的报道并不集中凸现人物的品质，只是客观叙述。其中为民和公正廉

洁主要体现在对有固定工作的“农村干部”、“农村知识分子”、“农村企业家”等人来说的。而奉献与帮助主要是对

“普通农民”、“农村个体户”、“农民工”等人来说的，“奉献”指人物献身于公共事业如环境保护、绿化、抗旱

等，而帮助则主要指人物通过实际行动对其他个人的生活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具体情况

如表四所示。需要指出的是，人物的品质是多元化的，大部分人物报道都凸现出多种品质。我们发现，《人民日报》人

物的品质集中于“为群众着想”“公正廉洁”“奉献与帮助”三个方面，进一步讲，无论是通过干部形象还是普通农民

形象诉求的品质，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奉献精神。 而《农民日报》的1/3多的报道则无意突出任何品质，报道中更关

注农民身上发生的事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成了报道的重点，另外，1/3多的报道则凸现农民的负面品质。  

表四 农民的主要品质分析 

注：部分人物报道凸现多种品质，因此品质总比例之和大于100%。  

五、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  

偏差主要是指媒介对事物的再现与事物本身面貌的偏离与差异。由于再现取决于作为转述者的媒介的选择与倾向性，因

此再现中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偏差反映了媒介的意愿、动机与倾向性，对偏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描述媒体

的再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农民形象媒体再现中的偏差：一、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二、农

民的生活现状。  

首先，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方面。年龄方面，从表五可以看出，除北京外，其余几个代表省份农村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

26-35岁之间，而本研究样本中40-49岁的农民人物占了总数的23.6%。  

表五 部分省市农业户从业人员年龄分布情况 （2001年 ） 

品 质 报 纸
为群众着

想
公正廉洁 奉献帮助 好学 坚强 善良 负面品质 其他

无凸现品

质

人民日报报

系N=117

人数 85 34 19 9 6 2 0 4 6

比例 72.6％ 29.1％ 16.2％ 7.7％ 5.1％ 1.7％ 0 3.4% 5.1%

农民日报

N=255

人数 27 3 26 13 1 8 86 11 85

比例 10.6% 1.2% 10.2% 5.1% 0.4% 3.1% 33.7% 4.3% 33.3%

总比例 41.6% 15.2% 13.2% 6.4% 2.8% 2.4% 16.9% 3.9% 19.2%

年龄段 

省市 
合 计 15岁以下 16-17岁 18-25岁 26-35岁 36-45岁 

北 京 1315687 1256 8620 176637 371876 378737

辽 宁 13172331 89857 378761 2342152 3691944 3314909

江 苏 30255340 153847 531629 4993546 8639413 6255849

河 南 45771018 397478 1294299 9298941 13390861 8880121



(资料来源：三农数据网，2003年12月22日)  

从性别来看，本研究中《人民日报》女性农民为15名，《农民日报》为55名，总数是70名，而男性农民总数为302名，男

女比例为4.3：1（男性占81.2%,女性占18.8%）。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我国乡村从业人员中男性为25685.4万

人，女性为22543.5万人，比例为1.1：1，[19]因此，研究显示媒体再现的性别构成不均衡。  

从身份来看，因为这方面缺乏全国数据,本文以中部省份山西和东部省份福建为例，虽然山西和福建两省的代表性、典型

性不能确定，但至少能够说明部分问题。具体情况参见表六。  

表六 

资料来源:山西省数据:潘会玲，《重塑农民形象-对改革十五年来山西农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阶层的分析》，《统计与决

策》1996年第2期  

福建省数据: 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农民身份变迁与农村社会稳定——以福建省为例》，《调研世界》2003年

第7期  

从以上分析发现，媒体在人物基本特征方面偏向男性、中等年龄群体，同时，对农村干部群体关注度极高，而对于普通

农民关注度较低。  

其次，农民的生活现状方面。2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

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是陈桂棣、春桃夫妇通过对安徽省农民生活进行

大量调查而写就的一部力作，作者在文中写到：“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

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20]

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如何？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政治生活方面。我国选举法规定：农民选举1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

的权利。[21]在第十届“两会”2238名政协委员中，农业界委员只有68名，只占3%，而在这68名委员中有两名跟农不沾

边的酒店房地产老板，其他66名中，领导、科研院所和其他委员各占1/3，他们看问题、谈问题大多站在自己所处的部门

和行业角度，不能完全反映农民的意愿。农民委员只有来自安徽省的一名，实在少得可怜。[22]  

经济生活方面。近几年农民收入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 农村居民纯收入情况  

单位：元/人 

(资料来源：三农数据网，2003年12月22日)  

另有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82年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4%，1992年大约为43%，2002年仅

为32%；在金融资产占有上，人口比重超过6成的农民储蓄存款仅占全国存款余额的2成。[23]  

农民负担方面。当前中国农民负担的现状是，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而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而且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

方负担轻，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地方负担反而较重。[24]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

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

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

农业部的统计结果。[25]  

消费支出方面。2002年上半年几个代表性省市的农民消费情况如表八所示：  

表八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2002年上半年）  

陕 西 15857308 107422 323499 3139474 4590654 3568315

身 份 

类 别
普通农民 农民工 农村干部 乡镇企业管理人员 知识型农民 农村个体工商户 

干部

山西省农业人口比例 78.6% 10.1 1.2 5.6% 1% 3.6%

福建省农业人口比例 58% 11.8% 1.6% 3.2% 11.6%

本研究样本比例 32.3% 11% 40% 9.5% 7.3% 4.4%

收入类别 

年份

纯收入 

合计 

一.工资性 

收入 

二.家庭 

纯收入 

三.转移性 

纯收入 

四.财产性 

纯收入 

1998 2161.98 573.58 1466.00 84.55 37.85

1999 2210.34 630.26 1448.36 89.19 42.53

2000 2253.42 702.30 1427.27 78.81 45.04

“九五”平均 2126.63 572.92 1435.11 78.56 40.04



单位：元/人 

(资料来源：三农数据网，2003年12月22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并不乐观。然而，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里的行为

层面，例如致富、扶贫、违法犯罪、维权等等，《人民日报》对农民私人领域的再现主要是为表现其在公共领域的行为

服务的，而《农民日报》在对农民的再现则极少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情况。如李昌平所言“农民真苦”，但农民究竟有

“多苦”（程度）？农民“如何苦”（具体表现）？我们从报纸媒体上并不能对此形成具体的、真切的、感性的认识，

以农民工追讨工资为例，每年春节前后，这已成为媒体的一个报道热点，请看以下新闻报道标题：  

《西宁帮助民工追回1000多万元工资（追踪报道）》（《人民日报》2002年1月26日）  

《本期关注：为民工追讨工资（一周视线）》（《人民日报》2002年1月21日）  

《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要标本兼治》（《农民日报》2003年1月18日）  

《衡水30万农民工无一工资拖欠》（《农民日报》2003年1月23日）  

然而，关于作为个体的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新闻报道则非常少，我们难以看到拖欠工资给一个农民工和他（她）的家庭带

来什么问题？造成什么后果？他为了讨工资付出了什么？结果又如何等等。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发现媒体对农民生活现状的再现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区别，受众不能从媒体再现中形

成对于农民生活现状的真实认知。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偏差分析，我们认为，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的再现是不真实、不准确的，媒介并没有反映出农民

的现实生活状况和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具体来说，我们发现，作为一家综合性报纸，《人民日报》极力宣扬

农村干部的为群众着想、奉献自己、帮助他人的优秀品质，片面的强调品质易有说教之嫌，农民被再现为一个“政治符

号”。如果说《人民日报》对农民的再现是一种误现，那么《农民日报》的再现则是一种低度再现。作为一家专业性的

报纸，《农民日报》33.3%的报道并不凸现人物的任何品质，身份上更侧重于普通农民，报道中更关注新闻事件而不是新

闻人物，以事件为核心的再现显然关注的是事件的普适性，忽略了人物的个性。两家媒体的共同特点是再现中对农民私

人领域的淡化，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关注非常之少。  

农民形象再现中的模式化与权力关系  

再现总是与模式化密切相关的。模式一词的本意是印刷的铅版，是一只用于确保所有前后相连的金属块能够被分成同样

大小的金属盘。在再现理论中，“模式”意味着关于各类人群的一些观念会反复出现在媒介中。模式的特质之一是能被

立即辨认出来，通常是通过重要的外部细节。[26]  

通过上一章的内容分析，我们发现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中存在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不仅体现在凸现行为和品质

上，甚至于一些细节也有模式化倾向。  

首先，《人民日报》以模式化的农村干部形象来代替复杂多变的农民群体。从上一章可以知道，《人民日报》建构的标

准农民形象是一位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中年男性农民，其主要行为是致富和扶贫帮困，同时致力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其

主要品质是为群众着想、公正、廉洁，因为工作突出，他先后获得多次荣誉，而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却全然不顾，对

家庭的照顾也非常少，有时为了工作甚至牺牲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利益。《人民日报》用这样单一的形象来再现复杂多变

的农民群体。  

阿尔都塞的召唤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对农民的模式化再现。阿尔都塞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

召唤或质询具体的个体作为具体的主体。[27]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主体身份，便会主动采取与主体身份相符的行动，传

媒的召唤，无论听起来有多亲切、多感人和多自然，总是要将人们召唤成某种类型的主体。  

《人民日报》经常用别称来代替人物的真实姓名,共有36人的报道中出现别称（有的人物有多个别称），其中24人是农村

干部身份，占别称总数的66.67%。这些别称的感情色彩大都是褒义的，也有部分是贬义褒用和中性的。具体情况见表

地区
生活消费

现金支出 

          税费   

食品支

出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务用

品及服务支

出 

医疗保健

支出 

交通及通

讯支出 

文教娱乐用

品及服务支

出 

其他商品及

服务支出 

全国合

计
693.45 256.66 55.9 117.86 44.16 50.23 61.11 82.90 24.63

北京 1678.88 649.03 135.05 216.36 113.91 162.42 142.81 212.45 46.85

辽宁 697.24 258 78.22 89.41 34.85 61.2 67.78 84.56 23.22

江苏 1069.87 369.17 80.03 222.2 71.93 71.04 103.09 114.99 37.42

安徽 557.61 214.76 40.96 101.85 36 34.11 44.47 67.16 18.30

陕西 574.95 178.67 45.55 127.38 32.59 51.74 39.94 82.34 16.73



九。  

表九 农村干部别称汇总 

注：原文中以上别称均有引号。  

索绪尔将符号划分为两部分：能指和所指，前者表现为声音或形象，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后者是指由这种声音或形象在

人心理所引发的概念，是符号的内容。这二者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28]我们发现，符号与意义、与其客观指涉物之间

存有很大偏差，这种偏差为意识形态的侵入留有了空地。《人民日报》对农民的再现中，作为“符号”的别称尽管林林

总总，客观上都在竭力颂扬农村干部的优秀品质，例如，十六大代表李连成被称为“扣门”，是因为他身为河南省濮阳

县庆祖镇西辛庄党支部书记，认为村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群众辛辛苦苦挣来的，能省下一分钱就能为群众多办一分钱的

事，谁也没有权力乱花。从符号学角度看，能指的千变万化掩盖不了所指的单一性，别称在此成为“意识形态的碎

片”，执行着召唤的功能。  

具体来说，《人民日报》通过对农村干部的再现，意在召唤什么呢？对于解决农民问题来说，农村干部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决策，主要是通过农村干部队伍来执行和贯彻的。应该承认，目前我国农村干部队伍良莠

不齐，整体队伍素质较低，年龄结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决策水平低下、管理能力欠强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运用

法律政策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功更差，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和惩罚的办法去完成任务，特别是在征购、提留、计划生育等一

些难度大的工作中，有的动不动就用高压政策；更有甚者，一遇工作难点就动用苦力和警械警具等等，加剧了干群关系

的对立。[29]因此，通过对农村干部的大量正面报道，凸现其饯行 “三个代表”的优良品质，如无私奉献、公正廉洁等

等，《人民日报》意在召唤为数众多的农村基层干部主体化，效仿这些品质。  

其次，《农民日报》的模式化体现在其标准农民形象是一位年龄在30-39岁的男性农民，他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很快就

被当地公安管理部门发现并抓获。这是对农民群体负面品质的一种间接批判，但媒体的再现有明显的简单化、脸谱化倾

向。请看一篇典型报道：  

老实厚道的陶维文是辽宁省绥中县西平乡七里沟村农民。他的三弟陶维武整日游手好闲，在本村为非作歹，致使村里乡

民没人敢惹。尤其在家中，陶维武经常向陶维文要钱，稍有不从就破口大骂，甚至拳打脚踢，致使陶维文的身上总是伤

痕不断，父母也不敢管。……次日凌晨，心灵遭受严重摧残的陶维文起床后，发现陶维武在西屋炕上呼呼大睡，越想越

生气，便拿起木棒对着陶维武头部打了数下。……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陶维文故意持械致被害人陶维武颅脑损伤而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一

定的过错，被告人犯罪后能主动投案自首，并能如实提供犯罪事实，因此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农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  

《农民日报》中，农民负面形象主要出现在《人间万象》专栏，以这篇报道为例子，我们发现，这种再现只取人物的违

法犯罪行为的简要过程作为重点，而对这一行为产生的背景并未做深入报道，类似于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  

这种模式化的结果是人被“类”置换掉了。农民群体是异常丰富、复杂的，媒体对农民再现的高度模式化与实际情况中

农民形象的丰富多彩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显示了媒体对农民群体真实生存境遇的淡漠。  

从本质上讲，模式化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过程，模式化使这些“安排”（如性别、种族、地域以及阶级差别）和这些居于

支配地位的观点和认识看起来是“自然的”或“正常的”。[30]具体来说，在对农民形象的再现中，媒体以语言符号为

介质，通过有差别的选择与凸现、有意识地省略与淡化、有倾向性的编排和强调将自己对农民群体的意义和理解加诸文

本中，通过对农民形象频繁的模式化再现，从而有可能形成了农民群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  

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理论”来自法国哲学家福柯。他的“权力理论”强调以往的理论将权力看做一种抑

制性力量，权力就是禁止和阻止人去做某事，故权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压抑。但权力实际上要复杂地多，权力是关系

性的，因此，权力是始终处在循环过程中的一种链状结构，像网络一样四面八方延伸开去，从来就不固定在一处或是某

个人手中。权力是在人类生活层面上运行的，它生产差异，形塑关系，制造同一性和等级结构，但是也能促成实践，给

社会主体以力量。[31]  

再现被视做行使权力的手段，它是使人们感到世界服务于人的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是把“抽象的意识形态植入具体

形式（即不同的能指）之中的过程。”这个使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并因而具有自然性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

涉及到赋予世界和人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意义的权力。[32]  

本节主要分析农民再现中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性别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主要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社会

分类（根据感情色彩） 农村干部的别称 

褒 义

太行赤子、领头雁、带头羊、主事的兄弟、草原英雄、家长、植树专家、党的

人、实干支书、铜头铁嘴飞毛腿、大姐、老百姓的贴心人、当家人、妙嘴回

春、虎书记、好书记、菩萨心肠

贬义褒用 黑脸包公无情汉、苦行僧、扣门（2次）、铁脑壳、摇钱树、老虎相

中 性 老尹、乡官（2次）、百万富翁



学学者依据中国社会权势的分布状况将社会划分为3个阶层，即权势阶层（或有势阶层）、弱势阶层（或无势阶层）以及

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上层社会基本上由权势阶层组成，而下层社会则是弱势阶层的代名词。[33]根据上一章的相

关数据，我们认为农民群体主要归于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  

首先，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民中弱势群体的缺场与集体失语。农民工是农民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是农民中

的弱势群体。2003年，我国农民工人数继续增加，总数约为9900万人，比上年增加500万人。[34]《人民日报》样本中，

农民工的报道只有两篇。《农民日报》的报道中，虽然农民工的报道比例不低，但仔细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报道中人物

形象是非常模糊的，是没有生命、沉默无语的。请看一篇报道：  

北京一连几天下了大雪，………大部分人都躲在屋里尽量少出门。大刘和七八个同乡却在风雪中，在京城的大街上漫无

目的地游荡。……  

大刘在2001年初，经同乡介绍，从河南老家来到京城。在一个“河南老乡”的包工队里干活。………老板说好了，到年

终能带上7000多块钱回家过年，这可比在家干活强百倍。……  

果然是老板卷钱跑了。大刘他们没几天也被小区赶了出来——临时工棚必须年底前拆除。……  

有大刘这样遭遇的民工在全国还有很多。在采访中，多数被问到的民工，都有自己或身旁人被拖欠工资和被骗过的经

历。这些年来，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在每一个春节前都要被提出，可见其严重性。……  

（《农民日报》2003年1月2日）  

这篇新闻报道与其说是再现大刘本人，还不如说是在再现“大刘们”。大刘的具体姓名、年龄都不得而知，他只不过是

以一个被拖欠工资的民工代言人形象而出现。Riggins曾指出在不少媒介文中同时提到主流团体与他者时，主流团体的成

员多半是有名有姓的被提及或被引述，而他者可能是以类目化的形式现身，既未被指名（named），亦未被引述

（quoted）。[35]显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农民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和需要并没有在媒介中得到应有的再现，仍然

继续被媒体“边缘化”。  

其次，杰出农民，尤其是符合媒体宣传政策的杰出农村干部，他们是学习三个代表的典型人物、是政府政策的饯行者，

成为再现的主体，其形象生动而清晰。例如，河南省辉县市上八里镇回龙村党支部书记张荣锁被媒体评价为是我国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突出典型，《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对他进行了一种浓墨重彩的

报道，联合在2002年2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长篇人物通讯《“太行赤子”张荣锁》、长篇人物专访《好爹好娘

是人民—“太行赤子”张荣锁访谈录》，并配发通知《三部门联合作出决定开展向张荣锁同志学习活动》和评论《自觉

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共计万余字。下面是《“太行赤子”张荣锁》一文中的一个细节：  

在治理荒坡的日子里，一名村民发高烧，硬是不听张荣锁让他回家休息的“命令”，还“顶撞”道：“请大伙过来看

看，你我究竟谁该‘回家休息’？”村民围上来，只见张荣锁脸膛涨得通红，额头像火炭一样烫手，身躯瑟瑟发抖。  

不少村民哭了：“荣锁，你带领我们治穷致富的路长着哩，不能累趴下呀……”大伙儿硬是“绑架”式地护送他回家休

息。这情景多像父母心疼孩子！  

(《人民日报》2002年2月9日第五版)  

不仅如此，媒体还对他大加颂扬，请看以下评论：  

“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张荣锁身上，我们看到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他执政为公、勤政为民，有正气；

艰苦奋斗、不怕艰险，有锐气；立足山区、根治贫困，有朝气；更有一颗与群众血脉相连、甘苦与共的拳拳爱民之心，

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人民日报》2002年2月9日)  

最后，部分农民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他们是农民群体中的觉醒者，无论是在《人民日报》，还是

《农民日报》中，他们的形象都是非常模糊的，被媒体淡化处理了。请看一篇报道：  

从王致明发现照片被他人非法使用而提起第一起诉讼，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间，虽然通过诉讼在经济上得到了

一定补偿，但也花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用了侵权图案的数十家企业通过与王致明的诉讼及协商，明白了生产经

营要依法进行的道理。对他们来说，虽然交了些“学费”，但可以说还是有一些收获。然而，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使

用侵权图案，侵权行为还在继续。王致明的维权之路，并没有结束。 (《人民日报》2002年2月12日)  

在对他们的再现中，媒体的话语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一改浓墨重彩的再现，将再现的重点从人转移到事情，人物的报道

中没有对话、没有细节。人物的命运被淡化了，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成了报道的主体。  

从以上分析发现，媒体对农民再现中的政治权力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对现有不平等权力关

系的再生产。  

此外，性别权力关系也是再现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长期以来，性别差异与性取向究竟是由生理本质决定的，还是有文化

建构的，始终是性别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女人和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女性特质与男性特

质，是根据阶级、年龄、婚姻状况等特殊的文化背景建构而成的。在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女性普遍被看作更接近自

然、男人则更接近文化。  

国内主要报纸媒体对农民再现中的性别权力关系是中国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翻版。首先，女性农民在媒体中严重缺席与



集体失语。《人民日报》样本中，女性农民只有15名，《农民日报》也只有62名，总比例为18.6%，远低于女性农民的实

际比例。女性农民在媒体中严重缺席，这本身就是媒体背后不平等性别权力关系的最有力体现。正如盖依·图克曼指

出：妇女“被媒介通过缺席，象征性地消灭掉了”。[36]  

进一步说，即使在有限的女性农民人物报道中，其再现也主要是在家庭领域，而男性农民的再现主要在事业、集体等公

共领域。以《人民日报》的女性农民报道为例，对女性农民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家庭领域，如抚养弃婴的卢小花（2001年8

月19日《人民日报》），支持哥哥参军的马向芳（2001年09月19日《人民日报》），为战士缝制衣服的靳月英（2001年1

月18日《人民日报》）等等。女性牺牲自己更多为的是家庭利益，而男性牺牲自己更多为的是事业、集体和国家利益。

请看一篇报道：  

小小的马向芳看出了哥哥的心事，她向父母提出，要哥哥参军。谁知，一向不多话的父母却一口咬定：不可能！是啊，

他们指望儿子、也只有刚成年的儿子才能承担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啊。马向俊只好明确表示不报名不体检。  

马向芳却与父母顶起了牛：“哥哥当兵才能出息，家中的活都我干，还不行？”  

“咱家这穷，你把我哥像拴牛一样，拴在家里不出门，还找不找媳妇？”不懂大道理的小向芳一句话触动了父亲的痛

处。  

(《人民日报》2001年9月19日第五版)  

类似“只有刚成年的儿子才能承担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和“哥哥当兵才能出息”这样的言语，实际上是传统性别权力

关系根深蒂固的表现。马向芳虽然是一位少女，但她的言辞与行为中透露着传统社会的性别意识：女性为家庭成员和家

庭利益牺牲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这样的性别意识，媒体非但没有反对和批判，反而持肯定的、欣赏的态度和立

场。请看以下报道：  

……她憧憬山外的世界、山外的美好，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存在，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把这憧憬和美好献给了亲人而无

怨无悔。她的崇高，她淳朴而美好的情愫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汗颜！  

马向芳，仍在生死线上抗争着。这个为哥哥的“出息”，为军人献出了青春和童年的山里女孩，难道不应该活得长久

些、活得幸福些吗？  

(《人民日报》2001年9月19日第五版)  

因此，媒体仍在不经意间复制着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这就仍然没有走出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藩篱。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和《农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本文研究了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形象的再现。研究发现，国内

主要报纸对农民的再现是不真实的，不充分的，并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再现中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中

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  

针对当前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群体的不真实再现，媒体应该如何改进呢？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首先，从个体层面来说，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要不断深入农民群体，了解他们的衣食疾苦和真实境遇。解决农民问

题的前提是了解农民、认识农民，记者要尊重农民，以平等、理解的态度采写新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通过新闻报

道向外界客观地展示他们的所思所想，为解决农民问题提供舆论支持。  

其次，媒体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强化其“社会公器”的功能，增加农民报道的数量。当前对农民再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农民人物报道较少，由于目前商业性、娱乐性报纸在定位上，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了高薪高消费、对于流行、时尚敏感

的、有投资决策能力的城市白领、中产阶级，相反，对农民的报道非常之少，因此，对农民的集中再现就只能由中央级

报纸、专业性报纸来实现和完成。综观当前关于三农的报道，农业、农村成为报道重点，农民报道数量则明显不足，其

中尤以女性农民的报道数量为少，这对于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体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再次，要改进现有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注意提高农民报道中的质量。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其《自由而负责的

报刊》一书中，对报刊提出五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报刊应准确表现“社会各成员的典型形象”。[37]这一要求无疑也

适用于中国报刊。报纸在再现农民时，要避免模式化倾向，更加关注普通农民的命运。同时，报纸要避免农民负面报道

的单一化、简单化倾向,农民的负面品质有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报纸更应关注这些东西产生的土壤与背景，要解剖农民

群体中负面品质产生的根源。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从宏观上来说，政府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维护农民的权利，从

而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是改进媒体对农民再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反之，如果农民的地位继续低下，文化教育水

平没有提高，媒体对农民的再现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除了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外，媒体对农民的再现这一课题还包含了其他子课题。本文通过将传播学实证研究与批判理

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国内主要报纸的农民再现问题做了初步的尝试与分析，但是，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尚没有在本研

究中得到解决：  

一、除了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之外，电视、广播等声光媒体也积极参与了对农民形象的再现，与报纸媒体相比，电视、广

播对农民的再现是什么样的？有何特点与不同？  

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报纸对我国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不同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报纸对农民的再现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中是否有规律？因为篇幅有限，以上这些问题都需在

后续的研究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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